
名家专题精讲

元明清绘画研究十论

徐建融　著



书书书

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

目 录

绪言 １

１　《江山秋色图》卷与钱选的山水画派 １

２　“近世”与“古意”

———赵孟!研究 ４９

３　元代两画家考辨 ７５
　　 王渊考辨 ７６
　　 边鲁考辨 ８２

４　唐寅研究 ９１

５　徐渭与中国画史的隆、万之变 １２３

６　董其昌与传统画学的转捩 １７５

７　石涛“不似之似”说考量 ２４９

８　“四王”艺术综论 ２６５

９　“扬州八怪”批判 ３０７

１０　“海上画派”的由来 ３３５



书书书

绪　言

收在本书中的十组论文，均撰写并刊发于１９８０—

１９９０年代，按研究的时间顺序，先后为元画考辨、董其昌、

扬州八怪、石涛、四王、赵孟!、钱选、唐寅、徐渭和海派。

在本书中，则按画史的顺序重新排列，以便于对元明清画

史嬗递的系统认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在收入本书之前，我

又对这些论文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，除了错舛文字的订

正，还包括对一些重要观点的展开和深化，尤其是董其

昌、徐渭两文，因为所研究的对象是传统画学转捩的关键

性人物，所以用了三年的时间，几乎是重起炉灶。

我对中国画史的研究，在１９７０年代时完全醉心于明

清的文人写意画，而对唐宋的画家画（包括画工画和文人

正规画）不屑一顾。对传统画学如此这般的认识，当然不

是当时还年轻的我个人的创见，而是三百多年来由于种

种原因而形成的一个普遍的共识，其中包括文人士大夫

的偏见，还有１９５０年代后极“左”文艺政策的干扰，合成

为以文人写意画为高雅的艺术、表现的艺术、“先进”的艺

术、创新的艺术、人民性、民主性的艺术，而以画家画为低

俗的艺术、再现的艺术、“落后”的艺术、保守的艺术、封建

性的艺术。虽然，当时也接触到谢稚柳、陈佩秋先生的观

点，认为中国画在晋走上了高峰，唐宋达到了最高峰，元

则开始了下坡路，但它仍处在高峰的位置上；至明清，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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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了式微的时期，相比于唐宋的辉煌，尽管不乏个别的

天才独创，在总体上却是“水流花谢，春事都休”了。然

而，对这样的观点，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深刻地理

解，自然也不能接受。直到１９８０年代中期，经过对画史

的全面梳理、比较，才领悟到谢、陈两位先生观点的普遍

真理性。从此之后，我便致力于重新厘定中国画史不同

优秀传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，致力于弘扬、推介唐宋的画

家画（包括画工画和文人正规画）传统。

由于明清画“先进”、唐宋画“落后”的观点久矣乎已

经约定俗成、根深蒂固，要想推出唐宋画同样
獉獉獉獉獉

“先进
獉獉

”，而
獉

且它的
獉獉獉

“先进
獉獉

”性更具普遍的意义和价值
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

，而明清画的
獉獉獉獉獉

“先
獉

进
獉
”性仅具特殊的意义和价值
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

这样的观点，其难度之大、

阻力之大，显而易见。因此，在策略上，我便把第一步的

工作重点放到了重新评价明清画、包括明清画所从由来

的元画的研究上，分析它们的优长和不足，包括能保证它

们的优长得以充分表现而不足不致泛滥成灾的时间、地

点、条件和对象。这些文章陆续刊发之后，曾引起广泛的

认同。接着，从１９９８年开始，我便进入了第二步的工作，

正式打出了以唐宋为中心的“晋唐宋元”旗帜。这便是由

上海画报社陆续出版的中国画传统研究系列白皮书：《中

国画的可持续发展》（２０００年）、《中国画先进文化方向》

（２００１年）、《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》（２００２年，与陈佩秋先

生合作）、《中国画经典之树长青》（２００４年）。此外，还有

上海画报社的对谢稚柳先生《水墨画》的插图导读（２００２
年）、上海书画社的《传统的兴衰》（２００３年，孙丹妍导读）

和对张大千先生《画说》的插图导读（２００４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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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“名家专题精讲”丛书编

辑的雅意，希望我能把关于元明清绘画研究的论文结集

出版。我想，这既是使我对元明清传统的研究得以集中

表述的一个机会，更是对我几十年中国画史研究生涯的

一个总结。自然，我应该表示十分的感谢。读者诸君如

有兴趣，最好能把本书与上述“晋唐宋元”系列书参照起

来看，则对我关于中国画传统的研究和观点，可以有一个

全面的认识并提出批评。当然，这是我得陇望蜀的奢

求了。

２００４年中秋于海上长风堂中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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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山秋色图》卷

　１
与钱选的山水画派

　



一、《江山秋色图》卷考辨

《江山秋色图》卷，绢本，大青绿设色，纵５５．６厘米，

横３２４厘米。此图无款印，曾藏明内府，据朱标题跋，谓

洪武八年（１３７５）装裱此图时题名为“赵千里江山图”，并

谓：“观斯画景，则有前合后仰，动静盘桓，盖为既秋之景，

兼肃气带红叶黄花，壮千里之美景，其为画师者若赵千里

安得而易耶？”清初归梁清标所有，后入乾隆内府贮重华

宫，《石渠宝笈》定为“赵伯驹江山秋色图一卷”。今藏故

宫博物院。至１９８１年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徐邦

达编《中国绘画史图录》图８４影印，定为宋人佚名之作，

并认为：

　　全境山水，岭岫重复，丛林回环，中间散见楼观、

屋宇，行人如蚁，备极精工。用笔尖细而不纤佻，设

色浓丽而不庸俗。无款印。定是北宋高手佳作。旧

明人题为南宋赵伯驹画。按伯驹画虽未见真本，但

以其弟赵伯画《万松金阙图》和元·钱选、明·仇

英几种仿赵山水画来作旁证，似乎形式有所不同。

伯驹画大致应是工中带拙，介于画工与文人画之间

的一种风格；此图则精细工丽，全属北宋院体，不能

与之合流，故难从旧称。

后来《中国美术全集》等影印此图，均定为北宋画院

高手之作，而把它从赵伯驹的名下划了出去。

对朱标和徐邦达先生两家之说，有若干问题需要加

以辨正，并因徐先生提出以钱选仿赵山水画作为旁证赵

伯驹画风的依据，又有必要对钱选的山水画派与唐、宋青

２

　　前合后仰，
动静盘桓，盖为
既秋之景，兼肃
气带红叶黄花，
壮千里之美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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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山水画史的关系加以系统的讨论和梳理。至于明仇英

的青绿山水，因时代相隔久远，不在本文的考辨范围。

首先，朱标称此图“盖为既秋之景，兼肃气带红叶黄

花”，嗣后《石渠宝笈》干脆命名为《江山秋色图》并沿用至

今，徐邦达《图录》已不能确指其秋景红叶黄花何在，但于

此未加辨正。其实，这一“秋色”的画题是并不确的。此

卷确有“肃气”，但并非“既秋之景”的物象描绘中所散发

出来的，而是绢地泛黄变暗的自然包浆所致，为一般古代

绢本书画所常见，即通常所说的“古色古香”，或称“旧

气”。而此图的旧气，尤与经久不褪的青绿重色相映照，

从而呈现出一种萧瑟的意味，颇近似于秋色的感觉；至于

“红叶黄花”，则遍览全卷而不得，所见的倒是桃花（或梅

花）与山茶间植，葱翠的松竹相掩映，一派春意盎然，江水

染蓝靛色，正所谓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，所以，应为春景无

疑。以下便更名为《江山春色图》。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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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桃花与山
茶间植，葱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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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染蓝靛色，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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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如 蓝”，应 为
春景无疑。

　 南宋·赵伯驹《江
山秋色图》（局部）



　　其次，徐邦达先生称此图为“全境山水”，这是以此图

“定是北宋高手佳作”而非南宋赵伯驹之作的一个伏笔，

有必要稍作具体的分析。北宋山水多全境，南宋山水多

边角，时代的分野判然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有公例就有

例外，如北宋赵令穰的《湖庄清夏图》卷，便已有边角的倾

向，而南宋夏圭的《溪山清远图》卷、赵芾的《江山万里图》

卷，更非全境山水莫属。所以，以全境、边角作为北宋、南

宋的分野，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。更有一批画

家如李唐、包括赵伯驹等，由北宋初入南宋，并早在北宋

时就已有相当的成就，则进入南宋以后，未必会一下子改

变原有的习惯和作风，这同样是没有疑问的。

试来分析北宋的全境山水，大约有三种作风，一种是

董源的江南画派，写江苏南京一带的风光，一种是李成的

齐鲁画派，写山东、中原一带的风光，另一种是范宽的关

陕画派，写终南、太华一带的风光。江苏南京和山东中

原，平畴千里，极目无垠，所以反映在艺术表现上多为横

向展开的平远之境；终南、太华为黄土高原，山势雄伟，无

法作极目无垠的平远观照，所以，在艺术表现上多为纵向

铺陈的高远之境。因此，当时王诜评李、范之画，以“李成

之笔，近视如千里之远，范宽之笔，远望之不离座外”①。

其实，董源之画，洲诸掩映，一片江南，也是“近视如千里

之远”的，只是华东丘陵地带，在横向展开方面不如齐鲁

平原和中原风光那样的邈渺无垠而已。宋人山水的基本

原则是“外师造化”，所以，不同画家描绘不同地域的山水

风光，虽同为全境山水，其意境因与地质地貌的地理学概

念相关而大有径庭，不可一概而论。诚如郭熙《林泉高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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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》所说：

　　嵩山多好谿，华山多好峰，衡山多好别岫，常山

多好列岫，泰山特好主峰。天台、武夷、庐霍、雁荡、

岷峨、巫峡、天坛、王屋、林虑、武当，皆天下名山巨

镇，天地宝藏所出，先圣窟宅所隐，奇崛神秀，莫可穷

其要妙。欲夺其造化，则莫神于好，莫精于勤，莫大

于饱游饫看，历历罗列于胸中。

同书中又列论观察、描绘自然的方法，“远望之以取

其势，近看之以取其质”，“山形步步移”，“山形面面看”，

乃至四时之景、阴晴朝暮，各有不同的变态，最终形诸笔

墨，乃能“看此图令人生此意，如真在此山中”，“看此画令

人起此心，如将真即其处”。我们虽然不能据之以“案城

域，辨方州，标镇阜，划浸流”②，但地理地貌的特征，还是

判然可辨的。例如，看郭熙的作品，我们虽不能确指其所

描绘的是中原何处具体的风光，但决不会认作江南风光。

关于南宋的边角山水，论者每有“残山剩水”之说，认

为是画家们有感于中原沦陷、江山半壁而作此。这一观

点，早从元代起便相沿不改，至明代郁逢庆《郁氏书画题

跋》引陆完诗：“中原殷富百不写，良工岂是无心者；恐将

长物触君怀，恰宜剩水残山也。”更成为定论。其实，这仅

仅是后人的联想和比附，在南宋的画家，未必真是这样的

想法。那么，边角之景又是缘何而来的呢？原来，南宋的

山水，虽然取象布景与北宋有异，但基于“外师造化”的写

实立场，其实是并无不同的。边角之景的成因，无非是由

“远观之以取其势”转向“近观之以取其质”的观照立场的

变异所致。而之所以南宋的画家不用远观法而用近观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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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主要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西湖边上，四面群山环抱，如

居于盆底，无法像江苏南京或齐鲁、中原一带那样于平畴

千里极目无垠。这样，如果隔湖望山，则如刘松年的《四

景山水图》卷，尚有平远之致，但推远的进深不大，横向的

展幅更有限；如果返身回首，则如李唐的《清溪渔隐图》

卷，成为上不见巅、下不见地的更为典型的边角图式。

那么，看《江山春色图》，“令人生此意而起此心的”，

又是“真在”何山中呢？此图虽为全境风光，但试与可以

明确肯定为北宋作品的全境山水，如燕文贵的《江山楼观

图》卷、郭熙的《树色平远图》卷、王诜的《渔村小雪图》卷、

《烟江叠嶂图》卷、赵佶的《雪江归棹图》卷、王希孟的《千

里江山图》卷等等相比较，在构图上明显地显得密塞窘

迫，虽不能说是“远望之不离座外”，而绝无王希孟等诸图

的“近视之如有千里之远”。特别是天空在画面上所占的

比例，王希孟等诸图极其高旷，正是齐鲁、中原一带的印

象；而《江山春色图》则明显压低，正是西湖边上所见的景

观。它所给予观者的感受，并不是远望千里之外的景物，

而似乎就是沿着西湖边走边看身边的景物，尤与今天双

峰插云经南高峰、九溪十八涧、六和塔至玉皇山一带所见

的景观十分接近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一、图中所描绘的

山峦，有一种瘦而方的峭峰，如马远《踏歌图》中所见，可

以肯定是钱塘景观，而不可能见之于中原；二、图中所描

绘的花树，以松树、丛篁、桃花、山茶为主，也多为钱塘景

观，在中原较少见到，至于桃花、山茶间植，更是西湖一带

的风光，为中原所无；三、起首一段，山峦上有一塔，体型

雄伟，俯瞰江流、平野，极似六和塔的写照③；四、近景平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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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乎 就 是 沿 着

西湖 边 走 边 看

身边的景物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坡、浅水，既不能推远如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又无有山

峰耸起破除平板如王诜《渔村小雪图》，更说明是环绕西

湖所见身边景物的景观再现。凡此种种，都是王希孟等

北宋山水画中所看不到的，足以说明此图不是北宋高手

描绘中原风光，而是南宋画家描绘西湖环山风光。

第三，徐邦达先生认为，此图“用笔尖细而不纤佻，设

色浓丽而不庸俗”，而“伯驹画应是工中带拙，介于画工与

文人画之间的一种风格；此图则精细工丽，全属北宋院

体”。按董其昌《画禅室随笔》云：

　　李昭道一派，传为赵伯驹、伯，精工之极，又有

士气。后人仿之者，得其工不能得其雅，若元之丁野

夫、钱舜举是已。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，在昔文太史

亟相推服，太史于此一家画，不能不逊仇氏。

所谓“精工而有士气”，便成了二赵画区别于唐代的

二李及元明的钱仇，以及南北宋之际其他画院众工青绿

山水的一个重要特点。而据曹勋《径山续画罗汉记》，记

二赵“论画写人物动植”：

　　画家类能具其相貌，但吾辈胸次，自应有一种风

规，俾神气翛然，韵味清远，不为物态所拘，便有佳

处。况吾所存，无媚于世而能合于众情者，要在

悟此④。

大概也可以用作“精工而有士气”的旁证。但需要指

出的是，所谓“精工而有士气”，乃是一个统一的概念。对

于青绿山水的发展来说，“精工”而后有“士气”，“士气”依

赖于“精工”，所以“精工”者，即“士气”之表象；“士气”者，

亦即“精工”之内涵。这一特征，乃是相对于唐人的精而

７

·《江山秋色图》卷与钱选的山水画派·

　　“精工”而
后 有 “士 气”。
“士气”依赖于
“精 工”，所 以
“精 工”者，即
“士气”之表象；
“士气”者，亦即
“精工”之内涵。



不工，元人的工而不精而言的，具体留待后文另作分析。

而从今天的眼光，撇开五百年后“精工”而“士气”不逮的

仇英不论，唐人、宋代画院众工、元代钱选精而不工或工

而不精的古拙表现，其“士气”未必不及二赵，只是因为精

而不工或工而不精，所以，在董其昌的眼里，便被认为“士

气”有所不足了。徐先生既认为此图“用笔尖细”、“设色

浓丽”，实际上便是“精工”，又认为其“不纤佻”、“不庸

俗”，实际上便是“士气”。但他又把“精工”误解为“工”，

把“士气”误解为“拙”，也就是把“士气”与“精工”的统一

关系割裂了开来，认为“精工”即“精细工丽”者为无“士

气”而“全属北宋院体”，有“士气”者应不是“精工”即“精

细工丽”，而应是“工中带拙”，这就令人大惑而不解了。

试设想，钱选的青绿山水正是“工中带拙”，又为什么仅言

“得其工”而不言“得其精工”呢？可见“精工”与“士气”实

在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，“得其工”而不得其精，结果就不

能“得其雅（士气）”；反之，有其精而无其工如唐人，同样

也不可能有“士气”的表现。大量佚名的宋人青绿山水小

品，也多为“工中带拙”的形态，为什么董其昌也认为它们

并不属于“精工而有士气”呢？所谓伯驹画“工中带拙”，

完全是徐先生个人的一种臆测，不见任何文献的记载。

臆测当然并非绝对地行不通，但必须有一定的依据，必须

符合绘画技法演变的客观规律。所谓“工”，主要指作画

的态度、技法，应该是认真的，且能达到心手的密切相应。

所谓“拙”，主要指技法的表现，或者是不成熟的稚拙，或

者是由熟而生的所谓“生拙”。从青绿山水技法的演变，

由二李而二赵，正是从不成熟的稚拙向成熟的“精工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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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；又由二赵而钱选，则是从成熟的“精工”向“熟后生”

的生拙的发展。二李的贡献在于开创之功，论具体的画

法，则未免稚拙、不成熟，至后世又被视为古拙；二赵的贡

献，如果没有由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，而仅仅如当时一般

佚名画家的作品那样，局限于唐人古拙的形态，能被当

时、后世津津乐道吗？这样，对于赵伯驹莫须有的“工中

带拙”，便只有第二种解释，即他在青绿山水画的技法表

现方面，在到达了圆熟的阶段之后，重新转向生拙，即所

谓返璞归真。但要完成这两次转变，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

就是画家必须享有大年，所谓“渐老渐熟，复归平淡”，或

可称之为“人书俱老”。然而，据庄肃《画继补遗》卷上，赵

伯驹“享寿不永，⋯⋯故其遗迹于世绝少”。庄氏与其“曾

孙学士，交游颇稔”，所言当属可信。而据周必大《赵伯骕

神道碑》，伯骕生于北宋宣和五年（１１２３），卒于淳熙九年

（１１８２），享年５９岁，而未言“享寿不永”。如据曹勋《松隐

文集》卷三十乾道癸巳（１１７３）所撰《径山续画罗汉记》，称

赵伯驹“下世已数年”，假设其卒于１１７０年前后，又据赵

伯骕推其生于１１２０年前后，则赵伯驹可能连５０岁也未

活到。以这样的年龄，要想画出“工中带拙”的青绿山水，

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总之，无论从画史发展的角度，还是画

家变法的角度，对赵伯驹特色的认定，都不可能是“工中

带拙”，而只能以董其昌所说的“精工而有士气”为准，也

就是徐先生所说的“用笔尖细而不纤佻，设色浓丽而不庸

俗”，亦即“精细工丽”。

徐先生之所以认为此图为“北宋高手佳作”，“全属北

宋院体”，也许是基于与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比较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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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风格的角度，二图确乎颇有相近之处，体认了共通的

时代背景和审美风尚。但是，从笼统的角度，要想截然划

分北宋末期与南宋初期的时代风格，我以为是颇有困难

的。认为它是“北宋高手佳作”固然无妨，认为它是“南宋

初期高手佳作”又有何不可呢？而从细节的角度，则此图

恰恰不是“北宋高手佳作”，而是“南宋初期高手佳作”。

南、北宋的山水风格，如取景的高旷、开阔与逼仄、迫塞之

别，取象的中原风光与钱塘景物之别等等，已如前文所

述。论具体的画法，则王图更为精工严谨，一丝不苟，反

映了院体的特点；此图则精工中透出率易，严谨中不无放

逸，如落笔顾大体，然后添加树木，所以，山坡的轮廓线每

有穿过树干的，显示了由王图向赵伯骕《万松金阙图》更

为率易的画风过渡的迹象，绝非画院众工所能措手。又

如山石的勾皴，王图以卷云皴兼披麻皴，此图则还参用了

横刮的小斧劈皴，更为南宋初期的画法无疑。

第四，徐邦达先生认为，“伯驹画虽未见真本，但以其

弟赵伯骕画《万松金阙图》和元钱选、明仇英几种仿赵山

水来作旁证，似乎形式有所不同”。这一观点，也是值得

商榷的。相近的或互有师承关系的画派，有些可以互为

旁证，有些则旁证价值较小，有些甚至完全不能旁证。如

郭熙、王诜可以旁证李成，二米旁证董巨价值已较小，李

唐后期的山水离开了他的《万壑松风》、《江山小景》等中

前期作品，几乎完全不能旁证范宽。那么，赵伯骕、钱选、

仇英对于赵伯驹的画风，又有多大的旁证价值呢？据赵

孟!跋《万松金阙图》，称其“清润雅丽，自成一家，亦近

世之奇也”。我们知道，赵孟!对“近世”画体持反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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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度，尤其是精工细丽的一路，更被认为是“古意既亏，百

病横生”。赵伯驹的作风，既以“精工”著称，当然不合赵

孟!的审美要求。但他又称赵伯骕“清润雅丽，自成一

家，亦近世之奇”，可见历来以二赵并称，仅在于二人均以

青绿山水擅长而已，论具体的画法、风格，其实伯驹、伯

骕，是有所区别的，不可混为一谈。伯骕虽为“近世”画

体，但已不同于伯驹而“自成一家”，所以说他“亦近世之

奇”。可见，要想用伯骕的画风来“旁证”伯驹的“形式”，

是绝对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。钱选的画风，与二

赵的差别更大，所以说“得其工不能得其雅”，用以“旁证”

“精工而有士气”的《江山春色图》，固然“不能与之合流”，

用以“旁证”稍加率易放逸而不失“精工而有士气”的《万

松金阙图》，难道是可能合流的吗？那么，我们是否可以

用这一“旁证”来否认《万松金阙图》的作者是赵伯骕呢？

至于仇英，作为师承关系的“旁证”，意义更微乎其微，传

世有仇英的界画多种，用以“旁证”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

图》，简直离题万里。

以上从时代风格的演变和个性风格的传承方面，论

证了徐邦达先生对《江山春色图》非赵伯驹之笔而是“北

宋高手佳作”这一鉴定结论的不可靠性。而在目前的条

件下，我认为虽不可能确定是赵伯驹的真迹，但还是沿用

旧题，把它作为南宋赵伯驹一派的传世画迹较为妥当，至

少，它作为南宋绘画应是绝无可疑的。

在这里，实际上也牵涉到书画鉴定的方法问题。鉴

定的主要依据，是作品的笔墨风格，是否与作者的个性风

格相符合，相符合的为真，不相符合的为伪；其次则为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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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风格、地域风格等等。主要依据之外，是出现在画面上

的辅助依据如物象、题跋、印章等等，均属于旁证材料，不

赘述。就主要依据的运用而言，又是靠鉴定家的目鉴，目

鉴的水平高下，基于大量实物的比较经验。如对某一家

个性风格的认识，看过了他大量的作品，有优的，有劣的，

有早期的，有后期的，有这一种画法的，有那一种画法的，

积累了经验，确立了样板，今后见到该家的作品，便能明

察真伪了。时代、地域风格的目鉴，与此相类。然而，当

着所面对的鉴定对象，对于它的作者，我们从来没有丝毫

的经验，如赵伯驹的作品，除待鉴的《江山春色图》外没有

一件确定无疑的真迹可以作为比较的样板，那么，对此图

的鉴定，就不能单纯依靠经验所能解决了。这时，就需要

运用对于绘画史发展和技法演变的一般规律性认识，而

且，这一认识不是从所谓“美术史家”的角度所取得的，而

是应该从传统型画家的角度来取得的，才可能得出相对

正确的结论来。没有从画家的角度所取得的对于绘画史

发展和技法演变一般规律的认识，对于类似赵伯驹《江山

春色图》这样的“孤本”作品，难免在鉴定时走眼失误，不

仅个性风格的鉴定会失误，而且对时代、地域风格的鉴定

也会弄错。毋庸否认，徐邦达先生对于古书画的鉴定，积

累有丰富的经验，这使他在有样板可据的作家、作品鉴定

方面能见微知著，其结论相应地具有较大的权威性。但

由于他在绘画的实践方面水平一般，所作笔墨松懈，结构

涣散，格调不高，没有进入到对于画道的登堂入室境界，

而只能视作客串或票友，真所谓“善鉴者不画，善画者不

鉴”，有其相当大的局限性。因此，当他对于没有样板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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